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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旨係針對移轉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二變項對組織公民行為所產生的獨

立影響效果、相對影響效果進行探討。透過台北地區百貨公司銷售專櫃人員及其資深櫃

長之 252份配對問卷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移轉型領導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具
有單獨的解釋能力，而交易型領導則對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並沒有單獨的解釋力；且移

轉型領導比起交易型領導而言，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具有較強的相對效果存在。另

在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的解釋上，移轉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兩變項，對於利於組織之公

民行為都不具有解釋能力。 
 
關鍵詞：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組織公民行為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independent effects and relativ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wo hundred and fifty-two matched data from salespeople and their 
supervisors of department stores in Taipei was analyzed to solve the research problem.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OCBI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relativ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was stronger than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on 
OCBI. On the other hand, both th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on OCBO were insignificant. 
 
Keyword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1.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Katz（1964）指出，為了確保有效運作進而提升組織效能，組織所需要的員工工作
行為有三種：加入並留任於組織之中、以可靠的方式達成其所任角色的要求事項、執行

超越角色規範的創新及自發性行為；其中，Katz並認為，包含著像是主動保護組織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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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提出具建設性的改善建議、為應付額外工作所產生的自我訓練、營造有利於組織的

氣候與環境、與同事協調合作等行為的第三種工作行為，是組織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因

素，且組織的運作若僅僅只是依靠著前兩項員工行為的話，將會是個非常脆弱的社會系

統（Katz & Kahn, 1966）。這項觀點在近幾年來，已普遍獲得實務界的重視與認同，例
如，由於企業經營環境的不可預知性與日俱增，促使組織日益重視員工自主性創新行為

的實現，以便因應突發的環境變動情勢（Katz & Kahn, 1978）；又如，企業縮減與重整
措施的盛行，使得企業逐漸強調主動協助同事、員工彼此合作、提出創新建議的角色外

行為（extra-role behavior）之履行（Tompson & Werner, 1997），以期在最精簡人力的條
件之下，能達成最佳的執行效率與效能。因而，超越工作說明書所規範的角色內行為

（in-role behavior），以彌補工作角色定義之不足，並直接或間接促進組織目標達成的員
工工作行為，便是決定一組織展現效率與效能的重要因素，Organ（1988）則稱此類的
員工工作行為為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 
除了在實務界具有其重要性之外，組織公民行為在學術研究領域方面，除了概念化

的探索與建立之外，另有許多研究者致力於組織公民行為相關因素的發掘與探討；在前

因變項方面，工作態度（工作滿意（ job satisfaction）、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公平認知（perceptions of fairness/justice）、對領導者的信任（trust in 
leader））、人格傾向（盡職（conscientiousness）、一致性（agreeableness）、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ivity）、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員工角色認知（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
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人口統計變項（年資、性別）、員工能力與個別差異（能力/
經驗 /訓練 /知識（ ability/experience/training/knowledge）、專業導向（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獨立需求（need for independence）、報酬無異性（indifference to rewards））、
任務特性（任務回饋性（task feedback）、任務例行性（task routinization）、任務本質的
滿意性（ intrinsically satisfying task））、組織特性（組織正式化（ organizational 
formalization）、組織無彈性（organizational inflexibility）、上司/員工支持（advisory/staff 
support）、群體凝聚力（cohesive group）、非屬領導者控制的報酬（rewards outside the 
leader’s control）、與領導者的空間距離（spatial distance from leader）、組織支持認知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領導行為（移轉型領導（cor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闡述願景（articulating a vision）、提供合適的模範（providing an appropriate 
model）、促成群體目標的接受性（fostering the acceptance of group goals）、高度績效期望
（high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激發智慧（intellectual stimulation）、非經常性的獎賞
行為（contingent reward behavior）、非經常性的處罰行為（contingent punishment 
behavior）、經常性的獎賞行為（noncontingent reward behavior）、經常性的處罰行為
（noncontingent punishment behavior）、領導角色釐清（leader role clarification）、領導程
序規範（ leader specification of procedures）、支持性領導行為（ supportive leader 
behaviors）、領導者與部屬交換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則是在眾多相關的前人
研究範疇裏，所探討的組織公民行為前因變項（Podsakoff, MacKenzie, Paine, & Bachr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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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而在此些諸多前因變項當中，主管的領導行為則是經由前人多項研究顯示，對
於組織公民行為此一構念而言，是項極具顯著影響性的關鍵變項，其中尤以移轉型領導

與交易型領導（Podsakoff, MacKenzie, Moorman, & Fetter, 1990；Pillai, Schriesheim, & 
Williams, 1999）此二種較為新興且較具互補性的領導行為，在相關研究的討論上，有其
學術與實務上潛在的貢獻性。然而，綜觀前人之研究後發現，過往的實證研究往往都是

針對移轉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或是交易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單獨影響效果

（independent effect）來進行探討；至於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
相對效果（relative effect）之問題，則尚未有相關研究涉及並獲得解答。因此，究竟在
移轉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當中，何種主管的領導行為對於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較強

之解釋能力與影響效果？應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且若是從認識論（epistemology）
的角度觀之，此項議題的探討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知識建構來說，應有其顯著的貢獻。 
基於以上研究問題之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1）檢視移轉型領導對組織公民
行為之影響效果、（2）檢視交易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效果、（3）檢視移轉型領
導與交易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之相對影響效果。 
 

2.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過去幾十年來，學術研究者與實務經理人對於何種領導行為的行使較能產生領導效

能的議題，一直存在著濃厚的興趣與不同的看法；其中，傳統的觀點係將焦點放在交易

型領導行為對於領導效能的影響上，而近幾年來，研究者則專注於重視員工較高層次需

求的移轉型領導行為。基於 Burns（1978）與 Bass（1985）之看法，所謂交易型領導行
為係屬於傳統的領導觀點，領導者的領導焦點在於替部屬釐清職責、提出領導者的期

望、指明待完成的職務、提供獎賞，以獲得部屬努力回報的一種交換過程；其主要內涵

包含了非經常性的獎賞、例外管理（management-by-exception）、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等領導方式（Bass & Avolio, 1993）。而移轉型領導的領導焦點則是透過移轉或改變部屬
的基本價值、信仰與態度，使得部屬對於領導者產生一種信任與尊敬，進而努力超越期

望的一種領導過程（Yukl, 1989）；其主要內涵則包含了闡述願景、提供合適的模範、促
成群體目標的接受性、高度績效期望、提供個人化的支持（providing individualized 
support）、激發智慧等領導方式（Bass & Avolio, 1993）。此二類領導行為除了在經營實
務上具有顯著的意義之外，其於學術研究方面亦獲得相當多研究者的重視。 
多項實證研究資料顯示，管理者的移轉型領導行為與交易型領導行為對於員工的工

作態度與工作效能，像是工作滿意感、自我認知的努力程度、角色知覺及工作績效等，

具有顯著的影響性存在（Podsakoff, MacKenzie, & Bommer, 1996）。然而，這些前人研究
大部份均將領導效能的內涵限制在角色內行為的績效基礎上，少有觸及到有利於組織及

其他組織成員的自發性組織公民行為（Podsakoff et al., 1990）；且前人研究顯示
（MacKenzie, Podsakoff, & Fetter, 1991；Podsakoff, MacKenzie, & Hui, 1993），在評估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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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人員績效時，組織公民行為是銷售經理人所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移轉型領導

及交易型領導在知識的建構基礎上，整體而言仍有不足、頗受爭議而有待詳加討論之

處，因此，移轉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性，便是一項值得探索的

議題。至於在移轉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方面，可以從交換理論

（exchange theory）的觀點來進行探討。依據交換理論的看法，主導人際互動的主要型
態可分為兩種，即「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與「經濟交換」（economic exchange）
（Blau, 1964）；社會交換與經濟交換的實現，皆是植基於互惠的基礎上來進行的，亦即
員工會期望藉由工作上的某些貢獻來獲得某些希冀的酬償。然而，社會交換之不同於經

濟交換，乃在於經濟交換係基於「錙銖必較」(calcalated basis)的交易關係上，而社會交
換卻是以「信任」為基礎，亦即雙方社會交換關係之建立，乃是在長期性回報與信任的

前提之下，所展開的施與受互動。且經濟交換具有契約的性質存在，交換雙方的交換標

的物乃是客觀的物質報酬與明定的責任行為。至於社會交換，則具有信任與長期關係的

動機，交換雙方的交換標的物則是未明定的情感與回報義務（Gouldner, 1960）。 
Blau（1964）認為，社會交換關係的型式乃是付出者並非以眼前所得到的利益為主
要考量，而是預期接受一方會以回報的做法來進行回饋的方式，以做為邏輯思考的基

礎，因此，移轉型領導便是建構在此種社會交換關係的基礎之上。這是因為移轉型領導

的施行，會使得員工感受到領導者對於部屬的人性化考量，使得員工進一步表現出支持

主管做法的緣故（Bass, 1985）。然由於能力與資源限制的關係，員工在正式的績效表現
上，往往難以突破，而無法隨自由意願展現超越出既定要求的角色內工作行為，因而自

發性的組織公民行為便是員工可以任意表現，且是有益於組織或領導者的另一種工作行

為，且透過此種行為的表現，員工可進一步創造出彼此之間的交換關係。基於此項理由，

當一位主管表現出移轉型領導行為時，便會直接或間接傳達出對員工尊嚴的尊重與重

視，進而將主管與部屬間之關係塑立成關係型契約（relational contract）型式（Rousseau, 
1995）。因此，部屬便有可能在信任與尊敬的運作機制下，從事利於組織或他人的自願
性組織公民行為（Rousseau & Parks, 1993），以便在未來能適時適地獲得組織或主管的
相對回饋與支持。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研究假設： 
H1：移轉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 
H1-1：移轉型領導對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 
H1-2：移轉型領導對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 
相對於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便是建立在所謂的經濟交換關係基礎之上；這是因

為交易型領導的基礎乃是基於工作要求及實質交換，領導者會對部屬運用獎懲、協議、

實質互惠等方式來促使部屬努力工作，因此，主管立即性獎勵與報酬的提供，才是能否

順利交換部屬努力回報的主要動力（Bass & Avolio, 1993）。且透過交易型契約
（transactional contract）的機制，員工可以在經濟資源交換保證的條件之下，表現出直
接或間接有益於工作績效的利於他人或利於組織之組織公民行為，以獲得主管的認同與

賞識，進而有益於經濟性需求方面的報償與滿足之取得。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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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H2：交易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 
H2-1：交易型領導對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 
H2-2：交易型領導對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 
從前述的討論可推知，管理者的移轉型領導行為與交易型領導行為對於員工的組織

公民行為（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可能分別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

然而，由於移轉型領導係藉由提升工作價值、增進員工信心，以導引員工做出額外的努

力（Bass, 1985），且在此氣氛下，組織成員會從領導者身上感受到信任與讚賞，並表現
出比預期中還多的工作表現（Yukl, 2001）；而組織公民行為正是那些不包含於工作說明
書或強制性的工作角色要求範疇中，員工可自行決定行使與否的工作行為之一。但是這

些行為對於組織或是管理者而言，並不會如同既定的工作績效要求般，具有相當的急迫

性；並且由於交易型領導與移轉型領導不同，其是一種強調監控及修正員工行為、重視

結果導向的計利型領導方式（Bass, 1985）。雖然員工可能經由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來直
接或間接獲得實質上的升遷、加薪、假期，或是非實質利益的承諾，但是此類型的領導

方式相較於移轉型領導而言，卻可能比較無法充份獲得員工情感上與心理上的歸屬與承

諾，也比較不能創造出員工的內在滿足，進而使員工投注心力在額外的努力上。因此： 
H3：對於組織公民行為而言，移轉型領導比交易型領導具有較強之相對影響效果。 
H3-1：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而言，移轉型領導比交易型領導具有較強之相對影響效
果。 

H3-2：對於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而言，移轉型領導比交易型領導具有較強之相對影響效
果。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樣本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之樣本來源係以位於台北市地區，屬於同一集團企業旗下之三家百貨公司內

專櫃銷售人員為實證資料蒐集對象。而選取此對象為研究樣本之原因有二：首先，前人

研究顯示（MacKenzie et al., 1991；Podsakoff et al., 1993），在評估銷售人員績效時，組
織公民行為是銷售經理人所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Podsakoff & MacKenzie（1994）甚至
研究指出，組織公民行為在銷售經理人對其員工績效的評估上便佔了整體解釋變異之

48%；而MacKenzie et al.（1991）亦認為，對於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的銷售人員，銷售
經理人在績效評估的過程中會給予較高之評價，甚至進一步將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的員

工歸類為”好的員工”，形成管理人員對其之印象。再者，就組織公民行為對銷售服務人
員績效影響之觀點來看，Podsakoff & MacKenzie（1994）研究指出，組織公民行為對銷
售單位的客觀衡量性績效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效果，且 George & Bettenhausen（1990）
亦發現，組織公民行為會進一步促進其他重要的銷售相關行為，如改善顧客服務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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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而影響組織的表現。此外，在研究樣本的特性方面，本研究之研究樣本從事女性

服飾產品的銷售與服務工作，工作性質需要銷售人員之間彼此協調、資訊交流、人際互

動、及顧客導向行為的展現；再者，在人員的薪資結構方面，除了各自的基本底薪之外，

另有由團隊的整體業績所計算而得的績效獎金，亦即每位銷售服務人員的薪資激勵效果

絕大部份決定於彼此的共同努力成果。因此，此種工作環境便提供了銷售人員彼此之間

組織公民行為發生的機會與意義。 
而在問卷的發送方面，首先委託已於樣本百貨公司內設有銷售專櫃的三間女性服飾

廠商業務經理人，透過其銷售人員對其他公司人員進行問卷之發送（專櫃之組成人數為

2至 3人不等，其中包含一位櫃長）。問卷共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問卷內容包含交易
型領導、移轉型領導等量表之合併問卷，由接受調查之銷售人員進行填答；第二部份問

卷內容則為組織公民行為量表之內容部份，由每一銷售專櫃內之資深櫃長負責填答其他

成員之組織公民行為表現。而採取兩種不同測量來源之原因，是為了避免因共同方法變

異（common-method variance）效果所形成的：（1）虛偽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s)、（2）
真實關係之隱藏效果、（3）對自變項與因變項間關係形成的干擾（Bateman & Organ, 
1983）。而且，一銷售服務性團隊在運作時，團隊成員是最能直接觀察及感受到其他成
員工作行為表現的人員，因此，組織公民行為若由同時工作的同事來填答的話，則較能

反應出真實的行為表現情況。在發送問卷之前，研究人員特地對受委託人進行解說，內

容包含有：（1）依各專櫃人數決定問卷份數、（2）對屬於同一專櫃之問卷加上辨識記號
以利問卷配對工作之進行與資料蒐集後之彙整；此外，並致上感謝函及答謝品以做為致

謝之意。而為了提高問卷之回收率，每份問卷之前均附有一段說明，描述本研究之目的

並保證回收問卷之保密性及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之保證；除此之外，問卷中不詢問填答者

之姓名、任職公司名稱，以提高問卷填答之意願。在問卷填答完畢之後，由受委託之銷

售人員進行回卷之收回，並對尚未回卷者進行催收。在問卷回收方面，本研究共發出 340
份問卷，回收份數計 280份，扣除填答不完全及無法配對之問卷，有效回收率則為 90%
（252份/280份）。三家百貨公司各有 80、82、90份；而經整理後顯示，樣本皆回收自
2人規模的 252個銷售專櫃，為一位櫃長對一位專櫃人員配對，具有獨立樣本之特性。 
 
3.2 測量工具 
3.2.1 移轉型領導 
在移轉型領導之測量工具方面，本研究採用 Podsakoff et al.（1990）之移轉型領導

行為量表（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 Inventory；TLI），以李克特七點尺度加
以衡量之。在信度方面，所測得之 Cronbach α信度值相當高（Podsakoff et al., 1990；
Podsakoff et al., 1996）；而在本研究中，整體樣本之 α度值則為 0.87，顯示出具有良好的
內部信度。 
 
3.2.2 交易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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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型領導之測量工具方面，本研究採用 Podsakoff, Todor, Grover, & Huber
（1984）所發展之量表，以李克特七點尺度加以衡量之。在信度方面，（Podsakoff et al., 
1984；Podsakoff et al., 1990）所測得之 Cronbach α信度值相當高；而在本研究中，整體
樣本之 α值則為 0.90，顯示出具有良好的內部信度。 
 
3.2.3 組織公民行為 
有關組織公民行為之衡量係採取Williams & Anderson（1991）所發展出之量表；量
表內容衡量組織公民行為之兩構面：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OCBI：7 道題目）、利於組
織之公民行為（OCBO：6道題目），以李克特七點尺度加以衡量之。所謂利於他人之公
民行為係指在組織相關任務或問題上能主動協助他人而間接益於組織之行為而言；而利

於組織之公民行為則是指非工作說明書所要求但一般而言有益於組織之盡職行為。在信

度方面，本研究所測得之 Cronbach α值分別為 0.84、0.88，顯示出良好的內部信度。 
 

表 1 研究樣本之基本背景資料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0 0.00% 
女 252 100.00% 

年齡   
25以下 116 46.03% 

25-30（不含） 86 34.13% 
30-35（不含） 26 10.32% 
35-40（不含） 14 5.55% 
40-45（不含） 10 3.97% 

教育程度   
國小 2 0.79% 
國中 16 6.35% 
高中（職） 158 62.70% 
專科 71 28.18% 
大學 5 1.98% 

工作年資   
1-2（不含）年 10 3.97% 
2-3（不含）年 32 12.70% 
3-4（不含）年 43 17.06% 
4-5（不含）年 90 35.71% 
5-6（不含）年 30 11.91% 
6-7（不含）年 35 13.89% 
7-8（不含）年 5 1.98% 
8-9（不含）年 4 1.59% 
9-10（不含）年 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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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結果 

4.1 基本背景資料分析 
關於研究樣本之背景資料方面，經統計分析後，如表 1所示。 

 
4.2 相關分析 
在研究樣本之基本背景資料分析之後，接著進行相關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1所示，
移轉型領導與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有著顯著的正向關係存在（r=.657，p＜0.01），但未
與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有著顯著的關係。而交易型領導則未與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利

於組織之公民行為有著顯著的相關性存在。 
 

表1 相關分析 

移轉型領導 交易型領導    OCBI OCBO 

移轉型領導 （.87）

交易型領導 -.019 （.90）

OCBI .657** .023 （.84）  

OCBO -.047 .076 .054 （.88）

              註：（）內之數值表 Cronbach α值；**表 p＜.01；N=252。 

 
4.3 多項式層級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在初步的相關分析之後，為了檢測出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

響性，及進一步檢視屬於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各自的增加效果（incremental effects），
接著採行多項式層級迴歸分析來進行分析檢定。而由於研究樣本皆來自於台北市地區及

屬於同一集團企業旗下的百貨公司，因此，在設計上亦排除了因地區別、產業別及不同

公司別所形成的影響。職是之故，在後續的多項式層級迴歸分析上，便以人口統計變項

之年齡、年資等變項做為控制變項，以純化自變項對因變項的影響關係。 
而由表 2之分析結果可知，人口統計控制變項年齡及年資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
並未有影響力。此外，在撤除了控制變項群的影響效果之後，移轉型領導對於利於他人

之公民行為仍有著相當顯著的解釋力（△R2=.429，p＜.01），且為顯著之正向影響效果
（β＝.655，p＜.01），因此，本項資料檢定結果對於「H1-1：移轉型領導對利於他人之
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不予拒絕，即假設 1-1成立。而在交易型領導對利於他
人之公民行為的影響效果上，在事先撤除了控制變項群的影響效果之後，交易型領導對

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並未有著顯著的解釋力（△R2=.000），因此，本項資料檢定結果
便對於「H2-1：交易型領導對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加以拒絕，即
假設 2-1不成立。另由表 2之分析結果可知，在事先控制住控制變項之後，移轉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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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變項及交易型領導之上，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解釋貢獻力

（R2=.430，p＜.01），此結果顯示出移轉型領導比起交易型領導，在利於他人之公民行
為的解釋方面，具有較強的相對效果存在。反之，在控制住控制變項之後，交易型領導

在控制變項及移轉型領導之上，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未顯示出具有顯著的解釋貢獻

力（R2=.001），此結果顯示出交易型領導比起移轉型領導來說，在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
的解釋方面，不具有較強的相對效果存在；因此，此項研究結果對於「H3-1：對利於他
人之公民行為而言，移轉型領導比交易型領導具有較強之相對影響效果」不予拒絕，即

假設 3-1成立。 
 
表 2 控制變項、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對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之迴歸分析 

 方程式（1） 方程式（2） 方程式（3） 方程式（4） 

控制變項     

年齡 β -.123 -.100 -.122 -.098 

年資 β .075 .082 .075 .081 

自變項     

移轉型領導 β  .655**  .656** 

交易型領導 β   .020 .033 

F值 .869 63.840** .609 47.895** 

R2 .007 .436 .007 .437 

Adjusted R2 -.001 .429 -.005 .428 

△R2 .007 .429**a. .000b. 

.430**c. 

.001d. 

.430**e. 

註：a.表方程式（2）－方程式（1）；b.表方程式（3）－方程式（1）；c.表方程式（4）－方程式（1）；

d.表方程式（4）－方程式（2）；e.表方程式（4）－方程式（3）；**表 p＜.01；N＝252。 

 
接著，由表 3的分析結果可知，人口統計控制變項年齡及年資對於利於組織之公民
行為並未有影響力。而在撤除了控制變項群的影響效果之後，移轉型領導對於利於組織

之公民行為未有顯著的解釋力存在（R2=.002），因此，本項資料檢定結果對於「H1-2：
移轉型領導對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效果」予以拒絕，即假設 1-2不成立。
而在交易型領導對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的影響效果上，在事先撤除了控制變項群的影響

效果之後，交易型領導對於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並未有著顯著的解釋力（R2=.005），因
此，本項資料檢定結果便對於「H2-2：交易型領導對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
響效果」加以拒絕，即假設 2-2不成立。再者，由表 3之分析結果可知，在事先控制住
控制變項之後，移轉型領導在控制變項及交易型領導之上，對於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不

具有顯著的解釋貢獻力（R2=.002），此結果顯示出移轉型領導比起交易型領導，在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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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之公民行為的解釋方面，不會具有較強的相對效果存在。反之，在事先控制住控制

變項之後，交易型領導在控制變項及移轉型領導之上，對於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仍未顯

示出具有顯著的解釋貢獻力（R2=.005），因此，此結果顯示出交易型領導比起移轉型領
導來說，在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的解釋方面，亦同樣不具有較強的相對效果存在。因此，

此項研究結果對於「H3-2：對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而言，移轉型領導比交易型領導具有
較強之相對影響效果」予以拒絕，即假設 3-2不成立。 
 
表 3 控制變項、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對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之迴歸分析 

 方程式（1） 方程式（2） 方程式（3） 方程式（4） 

控制變項     

年齡 β -.146 -.147 -.141 -.143 

年資 β .084 .084 .081 .081 

自變項     

移轉型領導 β  -.050  -.048 

交易型領導 β   .072 .071 

F值 1.241 1.034 1.263 1.093 

R2 .010 .012 .015 .017 

Adjusted R2 .002 .000 .003 .001 

△R2 .010 .002a. .005b. 

.008c. 

.005d. 

.002e. 

註：a.表方程式（2）－方程式（1）；b.表方程式（3）－方程式（1）；c.表方程式（4）－方程式（1）；d.

表方程式（4）－方程式（2）；e.表方程式（4）－方程式（3）；N＝252。 

 

5. 討論與建議 

5.1討論 
在資料分析之後，茲將分析結果彙整於表 4。表 4之內容顯示，在撤除掉控制變項

（年齡、年資）之影響效果後，移轉型領導變項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具有單獨的解

釋能力，但對於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則沒有獨立的影響效果；此項結果與 Pillai et al.
（1999）的研究結果有所呼應，其發現移轉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著顯著的正向
關係。然而，除了與前人研究具有一致性之外，本研究更進一步釐清了移轉型領導對於

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範疇；亦即，移轉型領導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力可能僅是在利

於他人之公民行為構面上，才會有顯著的效果存在。這可能是因為移轉型領導係屬於主

管個人的管理風格與方式，員工在感受到之後，會對行為的傳送者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回

饋，而此時，有益於他人（主管）的組織公民行為便是員工可用以回報領導者對部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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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與尊重的工具之一（Rousseau & Parks, 1993）。 
 

表 4 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效果 
 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OCBI） 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OCBO）

獨立影響效果   

移轉型領導 ○ ╳ 

交易型領導 ╳ ╳ 

相對影響效果   

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 ○ ╳ 

交易型領導＞移轉型領導 ╳ ╳ 

註：○代表成立，╳代表不成立。 

 
另一方面，研究結果顯示，交易型領導變項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與利於組織之

公民行為並沒有單獨的解釋力，此結果與 Podsakoff et al.（1990）、Pillai et al.（1999）的
研究發現並不一致。Podsakoff et al.（1990）認為，非經常性獎賞的交易型領導方式對於
組織公民行為的利他行為、運動家精神構面有著正向的影響力；Pillai, et al.（1999）則
發現，交易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著顯著的正向關係。而此項不一致之所以形

成，可能是因為在交易型領導的情境之下，交換關係的基礎為經濟交換（economic 
exchange）關係，因而主管與部屬之間所維持的便是基本薪酬、績效等利益，此特性使
得員工認為，在實質報酬的交換條件下，此種不包含於工作說明書或強制性的工作角色

要求範疇內，且組織的正式酬償制度未直接或明顯認可的自發性行為(Organ, 1988)，在
行使上並不會獲得交易型領導管理者的注意與青睞，無法達到交換的目的，且緩不濟

急，並不會產生明顯的效益，因此，便不如以角色內行為績效的達成來因應交易型領導

者的要求。且根據組織角色理論（organizational role theory）的看法，扮演焦點角色(focal 
role)的員工，會表現出扮演角色發送者(role sender)的交易型領導者所期望之行為；這是
因為在期望行為的展現之後，角色雙方彼此之間的關係便會愈發融洽，期望與行為亦會

進一步強化，甚至增進彼此之間的關係。而既然組織公民行為不是正式組織規範下所要

求之行為（Katz & Kahn, 1978），其自然而然就不是促進雙方角色之間的重要工具，因
此，在交易型領導風格下的員工，便不會以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為當務之急。  
此外，銷售服務性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特質，亦有可能是形成只有移轉型領導在利於

他人之公民行為上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其餘則無的可能原因。這是因為銷售服務性工作

是一種重視人與人之間互動往來且接觸頻繁的工作，服務績效的好與壞往往決定於銷售

服務人員與其顧客、同事間的互動品質（Yoon & Suh, 2003）。因此，這種需要銷售人員
之間彼此協調、資訊交流、人際互動、及表現顧客導向行為的工作性質，便不只是僅靠

一份工作說明書或是簡單的外在條件交換便能夠完全規範出來的。職是之故，像是闡述

願景、提供合適的模範、促成群體目標的接受性、高度績效期望、提供個人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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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智慧等，提升員工內在滿足與成就動機的做法，才是一種能夠促使員工產生高度工

作績效行為的領導方式，且在此種不僵化、人性化的領導方式之下，員工便有可能且較

容易表現出利於主管、同事、顧客等其他人的自發性行為，以直接益於工作的整體表現。

同時，若由銷售績效達成的觀點及銷售人員時間資源有限的情境而論，由於利於組織的

公民行為並不是直接有益於個別銷售人員或銷售團隊績效達成的必要因素，因此，銷售

人員便比較不會傾向於利於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 
再者，研究結果亦顯示出，交易型領導在控制變項及移轉型領導之上，對於利於他

人之公民行為並未具有顯著的解釋貢獻力，相反地，移轉型領導在控制變項及交易型領

導之上，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則具有相當顯著的解釋力。此項結果更進一步證實，

有別於移轉型領導所產生的社會交換本質，員工在面對交易型領導所形成的經濟交換關

係時，可能會以較具即時性及現實性的角色內行為績效來與主管進行交換，而比較不偏

好組織公民行為的論證。此外，人口統計控制變項之年齡及年資對於利於他人之公民行

為與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並未有影響力之研究結果，又與前人之研究相呼應，如 Organ & 
Ryan（1995）、Podsakoff et al.（2000）對組織公民行為所進行的泛分析（meta-analysis）
結果即顯示，人口統計變項對於組織公民行為並沒有影響力存在。因此，此項研究發現

則進一步確立了在台灣樣本方面，不同年齡與不同工作年資的員工在組織公民行為的展

現上，並不會有所差異。 
 
5.2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的討論，接著進一步提出管理實務上之建議。首先，本研究之研究結

果顯示，主管的交易型領導行為並不會影響組織公民行為（不論是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

或是利於組織之公民行為）的產生。因此，在面對著像是在百貨公司從事銷售服務類型

工作任職的員工時，諸如替部屬釐清職責、明確提出領導者的期望、指明待完成的職務、

提供獎賞等，植基於經濟交換的領導方式，便有可能使得員工認為在領導者眼中，角色

內工作績效的實際達成會比較重要的情況下，而較不易展現出工作角色外的組織公民行

為。此外，由於主管的移轉型領導行為會影響組織公民行為中利於他人之公民行為構面

的產生。因此，替員工闡述願景、提供合適的模範、促成群體目標的接受性、高度績效

期望、提供個人化的支持、激發智慧等，此種植基於社會交換的領導方式，便有機會促

使這些在銷售類型工作任職的員工，表現出同事間彼此協助或是有益於管理者的組織公

民行為，以進一步直接或間接提升組織效能。再者，相對於交易型領導方式來說，移轉

型領導方式對於銷售人員的利於他人之組織公民行為有著較強的影響效果；因此，當一

位銷售經理人在面臨究竟該採行何種領導方式來促使員工主動協助他人的抉擇時，便可

以先採行移轉型領導方式，以獲得員工關係性交換的回應。 
而在學術研究領域的相關後續研究建議方面，研究結果顯示，交易型領導與組織公

民行為之間並無直接性的關係存在；因此，此二變項之間，是否存在著其他的中介變項，

如工作滿意、公平知覺、組織承諾、信任等，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此些變項的中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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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何。其次，後續研究者可以採取其他不同型態的行業樣本來進行探討，如同屬於服

務業或截然不同於服務產業的製造業樣本，以進一步確認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移
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間之關係型態及影響效果之檢定。再者，由於本

研究係屬於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研究設計，自變項與因變項間之因果性（causality）
便無法僅由本研究之結果來加以建立；因此，在移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

為間之因果性的探討上，後續研究可嘗試以縱斷面實地研究（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
與控制性的實驗室實驗研究（controlled laboratory experiments）來加以證明其間的真實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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